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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经济转型中，象征着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中美技术创新导致的知识产权贸易的优势差异，根据波特钻石模型，收集2010－2020年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和其他10个东道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5个）的有关面板数据，并引入东道国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运用实证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等，探究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考察期间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收入均值中国远小于美国，同时收入差距中国远大于美国。（2）美国知识产权贸易仅受东道国的关税税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工自由度3个因素影响，而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受制约因素更多（共7个），其中受东道国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的负向影响较大，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的实力和比较优势与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3）中介效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其中东道国的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对美国知识产权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对中国而言则前者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后者为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东道国居民消费率为部分中介。此外，东道国GCI对中国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美国。（4）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实力，而目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优势国为发展中国家。（5）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利于其削弱关税壁垒和人才流动的影响，于中国而言则可减轻受关税、人力资本和企业承载力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中国进一步增强资源承载能和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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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In the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which symbolize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occupie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global trad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dvantag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collects panel data from 10 host countries from 2010 to 2020, and uses empirical models to conduct multicollinearity analysis, benchmark regression, mediation effect test and heterogeneity tes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is more constrained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which the host country's tariff rate and labor freedom are more negatively affected, and there is a certain gap between China's strength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enhanc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expanding the FTA cooperation circle,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ding responsive policy support,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It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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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产权是一种个人或组织的智力成果和创新成果转化物的所属权[1]。202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3）》，要求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5个方面推动中国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发展建设关系着一国的技术创新实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影响着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格局和贸易优势变化。然而，在中国加速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格局背景下，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日益加深，尤其在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后，中国高新技术和研发受到美国制裁和打压，这对中国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一定挑战。2000年以来，美国是全球唯一的知识产权贸易收入大于支出的国家，其贸易顺差稳步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6%。2022年，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约占服务贸易总规模的7%，较2019年提高了1.5%。探究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找出差异，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现有相关文献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Auriol等[2]基于112个国家【务必核实原文献确认，这112个实体都是独立的国家，未含中国的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知识产权和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市场规模具有“U”型关系，而对于其贸易伙伴的市场规模则是相反的“U”型关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创新驱动力的提升，也不利于全球创新。Yang[3]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美国“301调查”和“337调查”，结论认为中国企业应抓住自己的缺点，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争取在知识产权贸易中获得优势地位。Doanh等[4]研究了在第三国存在情况下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量的影响（第三国即为与出口国存在竞争关系、出口同类产品的国家），研究表明，当此种竞争关系存在时，进口方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增加出口方的出口。田旭[5]收集了12年间中国与10个对象国家（地区）版权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发现对象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贸易条件指数等对中国版权出口贸易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还有文献以地区知识产权贸易为例，“以小见大”地选取区域数据做实证研究，如王江等[6]以北京市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选取多重指标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发现科研人才、创新力度等对北京市知识产权出口具有明显影响，但北京市在知识产权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上仍存在不足。
二是国家间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竞争力的关系。李显显[7]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标，分析中日两国知识产权出口存在的差距，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为欠缺。高佳[8]对比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知识产权贸易大国的知识产权贸易进出口额和贸易依存度指数，发现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现阶段还处于较为低水平的阶段，知识产权贸易额均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国际市场参与度也有待提高。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研发之间的关系。林红[9]的消极关系理论认为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正向关系理论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让所有国家从中获益，同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Allred等[10]采用专利权指数，用实证模型研究分析了专利改革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此种影响呈非线性且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申请国内专利，而对申请外国专利和研发有正向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则反之。常志有等[11]认为知识产权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中国应加快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刘丽等[12]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对知识产权贸易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研发经费的投入和研发人员，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知识产权贸易发展最有用的方法是加大研发投资和基础研究，提高创新国家战略研究。韦景竹等[13]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探究知识产权如何驱动创新发展，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管理促进创新氛围形成，通过知识产权激活科技资源，为创新体系赋能，引导创新质量的提升。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贸易是一国以自身享有的专有技术、专利使用权和特许权为标的的知识产权跨境转让或授权使用等活动[14]。本研究采用波特菱形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影响因子的选择依据。波特菱形理论在1990年由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该理论认为一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受到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四大主要因素【哪四大要素？】和机会、政府两大次要因素，共六大因素的影响，6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进而形成钻石体系[15]。波特钻石模型具体分析了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为选择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提供了良好的选择思路，如表1所示。
表1  波特钻石模型解读
	钻石模型
	影响因子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企业开业成本、劳工自由度

	生产要素
	[bookmark: _Hlk136894745]研发人员、资本形成、人力资源

	需求条件
	居民消费率

	相关产业
	上市公司市值

	政府
	关税税率、政府支出

	机会
	自由贸易协定



2.2  研究假设
东道国发展水平的测度包括东道国的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政府支出、资本形成率和居民消费率等指标。一般而言，东道国发展水平越高，说明其国民经济较好，资源吸收能力较强，资源承载力较好[16]，较容易吸引对象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出口；若东道国发展水平过高，超过对象国的发展水平，反而不利于对象国对东道国的知识产权贸易。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东道国发展水平对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有影响，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更大。
东道国创新研发水平的测度包括东道国的研发支出占比、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占比、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和专利申请数量等指标。东道国创新研发能力越强，说明其创新吸收能力越好，企业高新技术研发能力较好[17]，更容易对其进行知识产权贸易出口和创新交流；同样，若东道国的创新研发能力过强，其自身的创新研发已能满足国内生产力，反而不利于别国对其进行知识产权贸易出口。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东道国创新研发水平对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有影响，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更大。
东道国市场环境的测度包括东道国的关税水平、企业税率、劳工自由度【如何表征？这些指标不能简单采用外国的有关评价指标，要对其应用于本研究的科学、合理性作出相应的学理性分析，给出其测度依据】、经济自由度等多个指标。市场环境与经济自由度高度相关，一般而言，所有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被分为完全自由（80~100）、比较自由（70~79.9）、有限度自由（60~69.9）、比较压制（50~50.9）、压制（0~49.9）5个等别[18]【核实各自由度区间的正确表示方式。大于49.9到50之间的属于什么？以此类推】。经济自由度越高，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活跃、投资较自由、财政较健康，即市场环境越好；经济自由度越低，说明东道国的经济较封闭，对外贸易和投资活跃度低，即市场环境越差。基于此，提出假设3。
假设3：东道国市场环境对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有影响，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更大。
东道国发展水平、创新研发能力和经济自由度皆会对东道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产生影响，东道国发展水平越高、创新研发能力越强、经济自由度越高，其全球竞争力指数越高。东道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越高，说明其经济规模较好、经济发展较好，有良好的综合实力，对外经济贸易依存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其他国家与其开展知识产权贸易[19]。基于此，提出假设4。
假设4：东道国发展水平、创新研发能力和经济自由度等影响因子通过影响东道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对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产生影响，全球竞争力指数与知识产权贸易呈负相关关系。
3  模型构建
3.1  模型构建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由此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式（1）中：IPR、TRA、 RDer、HR、CF、GS、LFT、MCC、HC、CBS均应改为正体，其他保持不变。以下各有关处同】

			 （1）
式（1）中：IPR代表IPRU或IPRC，分别表示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和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TRA、RDer、HR、CF、GS、LFT、MCC、HC和CBS分别代表东道国关税税率、东道国研究人员数、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东道国资本形成率、东道国政府支出、东道国劳工自由度、东道国上市公司市值占比、东道国居民消费率和东道国企业开业成本；代表个体效应；代表时间效应；代表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部分影响因子是否通过东道国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对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使用费收入起作用，即验证假设4，在式（1）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问题同式（1）】

			（2）

			（3）
式（2）（3）中：为中介变量，表示i国t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各】ω为【什么？】；【各】γ为【什么？】。
借鉴张倩等[20]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方法，首先对式（1）进行回归，检验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对不显著的变量中止中介效应检验，对显著的变量继续检验中介效应；其次对式（2）（3）进行回归，检验各解释变量对GCI的系数是否显著，再将GCI代入原式【指代不明】进行回归。在显著的条件下，若某一变量的系数和均处于显著状态，则可以看到部分中介效应；若某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但不显著，则可以看到完全中介效应。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采用2010－2020年中美两国有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选取2010－2020年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指标【表意不明。只选用1个指标做什么？】。根据波特菱形理论的国家竞争力要素，收集2010－2020年10年间5个发达国家（新西兰、新加坡、英国、日本和加拿大）以及5个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共10个国家的关税税率、研发人员数和资本形成率等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包括9个自变量、1个中介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表2中：1.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均应分别在其右侧列内补充标注，即便是同一来源。2.GCI不应归为“中介变量”这一类别吗？】
表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变量
	度量方法
	数据来源

	类别
	符号                  名称
	
	

	因变量
	IPR
	中美各自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
	中美各自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总额
	美国知识产权局、美国经济分析署、中国知识产权局

	自变量
	TRA
	东道国关税税率
	世界各国贸易加权的平均关税率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22年）

	
	RDer
	东道国研究人员数
	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
	

	
	CF
	东道国资本形成率
	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家生产总值的比重
	

	
	MCC
	东道国上市公司市值占比
	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家生产总值的比重
	

	
	HC
	东道国居民消费率
	一定时期内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国民支出总额或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率
	

	
	CBS
	东道国企业开业成本
	开办企业成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HR
	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年龄超过6岁的受教育时长。其中，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职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0－2022年）

	
	GS
	东道国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占国家生产总值的比重
	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2022年）
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2022年）


	
	LFT
	东道国劳工自由度
	由最低工资、工作时数限制的严格程度以及解雇冗员的成本等3个中类指标的加权平均测算得出
	

	
	GCI
	全球竞争力指数
	用作中介变量，由基础设施、财政健康、司法效率等12个指标综合测算得出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21年）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为直观反映数据统计情况，对所构建的面板数据做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数据显示，10年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均值为29.04亿美元，最大值为85.54亿美元，最小值为6.76亿美元，【表中已清楚表示的内容无需简单重复赘述】差距较大，美国差距较小、较稳定。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差距较大，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相比美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PRU
	110
	1 115.00
	61.66
	949.70
	1 181.00

	IPRC
	110
	29.04
	27.78
	6.76
	85.54

	TRA
	110
	8.16
	4.85
	0.34
	18.76

	RDer
	110
	3 055.00
	2 264.00
	156.60
	7 287.00

	MCC
	110
	104.20
	76.51
	7.20
	352.30

	HR
	110
	10.67
	1.91
	6.60
	13.40

	CF
	110
	21.87
	3.57
	12.40
	30.40

	HC
	110
	56.72
	8.44
	32.60
	67.20

	CBS
	110
	4.19
	5.32
	0.10
	19.70

	GS
	110
	62.96
	18.28
	21.50
	95.30

	LFT
	110
	70.08
	14.86
	43.30
	98.90




4.2  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分析
为保证多元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对多个解释变量进行两两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有多个变量的相关性系数超过0.7，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一般借助方差膨胀因子（VIF）判断多重共线性，如肖霞等[21]的研究，若VIF值大于5，则需要重新考虑变量的选择。由于RDer和GS的VIF值大于5，剔除这两个变量再次计算其余变量的VIF值，得到每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排除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IPRU
	IPRC
	TRA
	RDer
	MCC
	HR
	CF
	HC
	CBS
	GS
	LFT

	IPRU
	1.000
	
	
	
	
	
	
	
	
	
	

	IPRC
	0.441
	1.000
	
	
	
	
	
	
	
	
	

	TRA
	–0.040
	–0.014
	1.000
	
	
	
	
	
	
	
	

	RDer
	0.035
	0.055
	–0.594
	1.000
	
	
	
	
	
	
	

	MCC
	0.060
	0.140
	–0.227
	0.158
	1.000
	
	
	
	
	
	

	HR
	0.281
	0.245
	–0.490
	0.701
	0.049
	1.000
	
	
	
	
	

	CF
	0.027
	-0.085
	–0.082
	0.231
	–0.056
	–0.112
	1.000
	
	
	
	

	HC
	–0.017
	–0.071
	0.334
	–0.509
	–0.281
	–0.014
	–0.634
	1.000
	
	
	

	CBS
	–0.017
	–0.091
	0.471
	–0.480
	–0.503
	–0.466
	0.031
	0.401
	1.000
	
	

	GS
	–0.108
	0.077
	0.099
	–0.264
	0.200
	–0.641
	0.531
	–0.525
	0.245
	1.000
	

	LFT
	–0.105
	–0.093
	–0.485
	0.786
	0.272
	0.387
	0.414
	–0.542
	–0.421
	–0.008
	1.000



4.3  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解释变量对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的影响，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P值为0，拒绝原假设，应对该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美国的知识产权贸易仅受到东道国关税税率、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东道国劳工自由度3个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到，相较于中国，美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制约因素较少，知识产权贸易的优势和实力大于中国。其中，东道国关税税率在5%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718，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关税税率越高则其贸易壁垒越高，会使贸易难度和贸易成本增加，从而降低对东道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出口；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037，呈正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说明其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越好，具备较好的高新技术承载资源和机会，利于吸引知识产权投资；东道国劳工自由度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418，呈负相关关系，一般而言，东道国劳工自由度越高代表高素质人才在国际间得流动大，人才去向不确定、劳动力稳定性较差，不利于对东道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和高新技术投资。
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受到东道国关税税率、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东道国劳工自由度、东道国资本形成率、东道国上市公司市值占比、东道国居民消费率和东道国企业开业成本7个因素的影响。相较于美国，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受制约因素较多，往往对东道国的资源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有更高的要求。其中，东道国关税税率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05，显著大于美国，说明东道国关税税率的变动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影响更大；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664，低于美国，说明中国对东道国高技术人才的要求较美国低，这与中国近年来注重基础建设和中国制造的走出去有关；东道国劳工自由度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547，大于美国，说明国际间人才流动性越高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东道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122，而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一国的创新研发能力和企业竞争力，占比越高说明企业核心竞争力越强、吸引投资的能力越强，利于中国的知识产权出口，但对美国影响不显著；东道国居民消费率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883，而居民消费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良性与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高居民消费率的国家一般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发达国家或资本短缺，没有剩余产能的贫困型国家，因此中国对这两类国家的知识产权投资较少，对美国影响不显著；东道国企业开业成本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908，而一国的企业开业成本越高说明其劳动力价格、交易费用和技术成本越高，对外资投入造成一定的阻碍，这削弱了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出口，但对美国影响不显著。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PRU
	IPRC

	TRA
	–0.718**
	–1.050***

	
	(0.298)
	(0.382)

	HR
	1.037***
	0.664***

	
	(0.182)
	(0.234)

	LFT
	–1.418***
	–1.547***

	
	(0.364)
	(0.467)

	CF
	0.223
	–0.306

	
	(0.184)
	(0.236)

	MCC
	0.141
	1.122***

	
	(0.267)
	(0.343)

	HC
	0.220
	–1.883***

	
	(0.470)
	(0.603)

	CBS
	0.251
	–0.908***

	
	(0.262)
	(0.337)

	_cons
	0.547
	2.485***

	
	(0.444)
	(0.570)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adj.R2
	0.403
	0.439


注：*表示10%显著水平，**表示5%显著水平，***表示1%显著水平。下同。

4.4  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究影响因子的作用机制，选取全球国家竞争力指数作为中介变量对面板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总效应是显著的解释变量对IPR的影响系数；直接效应是加入GCI后显著的解释变量对IPR的影响系数；间接效应是解释变量对GCI与GCI对IPR影响系数的乘积。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商即为中介效应。
由表6可知，东道国关税税率和东道国劳工自由度对美国知识产权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东道国关税税率的中介效应为22.64%，即东道国关税税率提升有利于保护美国的国内贸易进而增强其东道国GCI指数；东道国劳工自由度中介效应为13%，即东道国劳工自由度提高会使美国的人才流动加快、增强经济活力，增加东道国GCI指数。美国的GCI指数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64，说明东道国的国家竞争力指数越高则该国发展水平越高，高新技术和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较低，对他国的知识产权贸易进口需求量越小。
【表6中：两处同以IPRU为栏题的标示不当、不合理，其分别检验的特征关系表示不明】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美国）
	变量
		IPRU	
	GCI
	IPRU

	TRA
	–0.718**
	0.254***
	–0.556*

	
	(0.298)
	(0.080)
	(0.311)

	HR
	1.037***
	–0.169
	0.929***

	
	(0.182)
	(0.049)
	(0.192)

	LFT
	–1.418***
	0.288***
	–1.234***

	
	(0.364)
	(0.097)
	(0.376)

	CF
	0.223
	–0.079
	0.172

	
	(0.184)
	(0.049)
	(0.185)

	MCC
	0.141
	–0.050
	0.109

	
	(0.267)
	(0.071)
	(0.265)

	HC
	0.220
	0.284**
	0.402

	
	(0.470)
	(0.126)
	(0.478)

	CBS
	0.251
	–0.054
	0.216

	
	(0.262)
	(0.070)
	(0.261)

	GCI
	
	
	–0.640*

	
	
	
	(0.382)

	_cons
	0.547
	0.246**
	0.704

	
	(0.444)
	(0.119)
	(0.450)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adj.R2
	0.403
	0.284
	0.414



由表7可知，东道国关税税率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东道国关税税率通过影响全球竞争力指数直接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出口施加影响，同时东道国劳工自由度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为34.76%，中国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均大于美国，进一步验证了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更大；东道国居民消费率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为28.16%，而居民消费率提升利于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东道国GCI指数。中国的GCI指数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1.867，说明GCI指数对中国的负向影响程度显著大于美国。
【表7问题同表6】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国）
	变量
	IPRC
	GCI
	IPRC

	TRA
	–1.050***
	0.254***
	–0.575

	
	(0.382)
	(0.080)
	(0.373)

	HR
	0.664***
	–0.169
	0.348

	
	(0.234)
	(0.049)
	(0.230)

	LFT
	–1.547***
	0.288***
	–1.010**

	
	(0.467)
	(0.097)
	(0.452)

	CF
	–0.306
	–0.079
	–0.454**

	
	(0.236)
	(0.049)
	(0.222)

	MCC
	1.122***
	–0.050
	1.028***

	
	(0.343)
	(0.071)
	(0.318)

	HC
	–1.883***
	0.284**
	–1.352**

	
	(0.603)
	(0.126)
	(0.573)

	CBS
	–0.908***
	–0.054
	–1.011***

	
	(0.337)
	(0.070)
	(0.313)

	GCI
	
	
	–1.867***

	
	
	
	(0.458)

	_cons
	2.485***
	0.246**
	2.945***

	
	(0.570)
	(0.119)
	(0.540)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adj.R2
	0.439
	0.284
	0.520




4.5  异质性检验
4.5.1  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
对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东道国发展水平对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将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于美国而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国内高新技术和创新研发能力较强，技术发展对外依赖性较弱，因此，相较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出口还受到关税税率、劳工自由度和资本形成率的显著影响；此外，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仅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因素较少，具有较强的出口优势。于中国而言，从劳工自由度、居民消费率和企业开业成本的系数来看，发达国家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反而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出口和输出国为发展中国家，因而会受到发展中国家关税税率和资本形成率的显著影响；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还未能完全进入发达国家和全球市场，还需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贸易。
表8  影响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IPRU
	IPRC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TRA
	–0.956**
	–0.205
	0.061
	–1.918***

	
	(0.384)
	(0.493)
	(0.451)
	(0.601)

	HR
	0.884**
	1.301***
	–0.831*
	0.632

	
	(0.417)
	(0.352)
	(0.490)
	(0.429)

	LFT
	–1.026**
	–1.038
	–3.132***
	–0.583

	
	(0.497)
	(0.644)
	(0.585)
	(0.785)

	CF
	0.868***
	–0.206
	–0.372
	–0.716**

	
	(0.271)
	(0.290)
	(0.319)
	(0.353)

	MCC
	–0.060
	–0.041
	2.084***
	0.852**

	
	(0.578)
	(0.346)
	(0.680)
	(0.421)

	HC
	0.305
	0.177
	–2.256***
	–1.790**

	
	(0.669)
	(0.724)
	(0.786)
	(0.882)

	CBS
	0.727
	0.439
	–31.250***
	–1.001***

	
	(7.956)
	(0.290)
	(9.352)
	(0.353)

	_cons
	–0.049
	0.168
	29.880***
	2.431***

	
	(7.196)
	(0.726)
	(8.459)
	(0.884)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adj.R2
	0.488
	0.379
	0.597
	0.475



4.5.2  自由贸易协定异质性检验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签订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包括关税、贸易规则和技术投资等在内的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探讨FTA签订与否对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针对FTA做了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于美国而言，东道国关税税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工自由度对未与美国签订FTA的国家有显著影响；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资本形成率和企业开业成本对已与美国签订FTA的国家影响显著。说明FTA的签订利于减弱东道国关税壁垒和人才国际流动对美国知识产权出口的影响，同时，FTA签订使得对象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愈发频繁，会放大东道国人力资本、资本形成率和企业开业成本的影响。于中国而言，东道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和企业开业成本对未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有显著影响；东道国劳工自由度、资本形成率和居民消费率对已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有显著影响。说明FTA的签订利于放松人力资本和企业发展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但会放大人员流动、资本形成和居民消费率对中国的影响。
表9  影响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贸易的FTA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IPRU
	IPRC

	
	未签订
	签订
	未签订
	签订

	TRA

	–0.800*
	–0.634
	–0.719
	–0.699

	
	(0.409)
	(0.476)
	(0.534)
	(0.505)

	HR

	0.951***
	1.437***
	0.583**
	0.205

	
	(0.205)
	(0.509)
	(0.268)
	(0.540)

	LFT

	–1.558***
	–0.707
	–1.041
	–3.228***

	
	(0.499)
	(0.670)
	(0.652)
	(0.711)

	CF

	0.180
	0.590*
	0.155
	–0.775**

	
	(0.264)
	(0.313)
	(0.344)
	(0.332)

	MCC

	0.243
	–0.469
	1.398***
	0.480

	
	(0.307)
	(0.716)
	(0.401)
	(0.760)

	HC

	0.057
	0.666
	–1.104
	–3.707***

	
	(0.660)
	(0.780)
	(0.862)
	(0.828)

	CBS

	–0.124
	1.018**
	–1.686***
	–0.313

	
	(0.352)
	(0.433)
	(0.459)
	(0.460)

	_cons
	1.069*
	–0.400
	2.091***
	3.891***

	
	(0.546)
	(0.841)
	(0.713)
	(0.892)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adj.R2
	0.421
	0.392
	0.438
	0.611



4.6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以上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避免误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参考刘金全等[22]的研究，采用变量替代法对样本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添加RDer（东道国研发人员占比）和GS（东道国政府支出）两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0）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回归系数正负号方向不变，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数据的准确性。
表10  基准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IPRU
	IPRC

	TRA
	–0.604**
	–0.944***

	
	(0.255)
	(0.350)

	RDer
	1.049**
	1.883***

	
	(0.445)
	(0.613)

	HR
	0.987***
	0.610***

	
	(0.155)
	(0.214)

	CF
	0.414**
	–0.604***

	
	(0.163)
	(0.224)

	GS
	–1.315***
	0.851***

	
	(0.216)
	(0.297)

	LFT
	–1.306***
	–1.351***

	
	(0.312)
	(0.429)

	MCC
	0.106
	0.948***

	
	(0.229)
	(0.315)

	HC
	–0.150
	–1.386**

	
	(0.407)
	(0.559)

	CBS
	0.364
	–0.949***

	
	(0.223)
	(0.307)

	_cons
	0.353
	1.002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adj.R2
	0.571
	0.538




4.7  内生性讨论
借助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参考白俊红等[23]的做法，选取TRA的滞后1期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估计结果均和以上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研究的结果稳健。其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P值为0，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Cragg 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226.91，大于 10%水平下的偏误值16.38，拒绝原假设，即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11  工具变量法2LSL回归结果
	变量
	IPRU
	IPRC

	TRA
	0.106*
	0.175*

	
	(0.155)
	(0.196)

	HR
	0.590***
	0.666***

	
	(0.115)
	(0.120)

	LFT
	–0.390***
	–0.487***

	
	(0.114)
	(0.141)

	CF
	0.149
	–0.216

	
	(0.168)
	(0.216)

	MCC
	0.280**
	0.373**

	
	(0.111)
	(0.165)

	HC
	–0.255*
	–0.594***

	
	(0.149)
	(0.205)

	CBS
	0.276***
	0.300*

	
	(0.103)
	(0.181)

	_cons
	–0.229
	0.377

	
	(0.207)
	(0.264)

	Cragg-Donald Wald F
	226.91
	226.91

	[bookmark: _Hlk155469588]Kleibergen-Paap rk LM
	35.325
	35.325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不断的贸易摩擦和经济交锋的背景下，发展和完善知识产权、研发高新技术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命题。为探讨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差距，基于2010－2020年中美知识产权贸易及其10个对象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贸易较美国受制约因素更多，其中受东道国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的负向影响较大，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的实力和比较优势与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第二，东道国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通过该国全球竞争力指数对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产生影响，其中东道国全球竞争力指数越高说明该国发展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中美对该国的知识产权贸易；此外，东道国全球竞争力指数对中国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美国，中国的中介效应也显著高于美国。第三，中美知识产权贸易存在国家异质性，其中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相较于对发达国家受制因素较少，但二者系数相差不大，说明美国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实力；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系数大多为负且明显高于对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对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知识产权贸易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优势国为发展中国家。第四，于美国而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利于削弱关税壁垒和人才流动影响；于中国而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减轻关税、人力资本和企业承载力的影响。
5.2  启示
5.2.1  持续提高创新驱动力，增强资源承载能力
未来，中国应加大知识产权研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注重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吸收和引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提高企业的资源承载能力和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注重知识产权供给端的规范性和创新性，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研发能力，尊重知识产权发展的内在规律。减小东道国创新能力和资源承载力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制约，削弱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的风险与损失。
5.2.2  扩大FTA合作圈，增强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
FTA的签订能够有效避免一部分贸易壁垒，削弱东道国关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质量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中国应继续坚持发展“一带一路”，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国际合作，不断推动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贸易伙伴关系和签订FTA；注重对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帮扶以及高收入国家的知识产权合作和引进，不断扩大知识产权贸易的出口面和出口种类，提高出口补贴【？】，帮助企业应对出口风险。加强在国际知识产权方面的话语权和有关沟通合作，逐步提高市场份额；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和竞争，提高企业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
5.2.3  调整知识产权结构，提升知识产权质量
推动知识产权发展由“重量”到“重质”的转变。中国应重视专利申请和授权的质量，把专利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研发新型发明专利上来。严格把控专利申请和授权门槛，避免投机申请和投机授权；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把专利申请的重点转移到发明专利上来，加大发明专利的激励权重；严格打击“专利代买”“专利代做”等学术不端行为，避免专利有效数与专利申请数不符，积极推动科研院所对发明专利的研发，从整体上提升知识产权质量。
5.2.4  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增加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给予科研院所相应的经费扶持，避免经费受限导致研发无法开展；注重研发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培育，给予研发人员相应的激励和向好政策，不仅要培育研发人员，更要留住研发人员；同时，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商标、著作等权利法案，使每一位专利申请人的相应权益得到保障。深入完善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参与到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案的解决中，建立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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